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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正是甬剧趋向成熟的阶段，也是上海报刊业发达时期。
正如周良材在 《甬剧史话·序》 中所说：“甬剧虽发源于甬江，却发祥于沪
渎。”甬剧的各种信息散见于上海当时的各种报刊，呈现出活色生香的原生
态。

笔者去年承接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柳汀口述史》 一书的撰写任
务，查阅了大量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报刊，发现了以前被忽视的一些材料。今
年适逢宁波甬剧团成立70周年，谨以此文，与喜爱甬剧的读者共飨。

如果把鼎盛时期的甬剧比作一棵参天大树，
那么串客 （对甬剧早期艺人的称呼） 时期的甬剧
就好比一棵小草。从当时上海的各种报刊可以看
出，这棵“小草”在宁波面临严苛的生存环境。

串客的演唱内容、表演形式虽然通俗、接地
气，但也不乏情色、粗俗的元素，在晚清宁波
官方、士绅心目中处于鄙视链底端，常以“淫
戏”为罪名，联手查禁串客。《申报》 在 1880
年 4 月 5 日、1881 年 3 月 14 日、1887 年 4 月 5 日
分别以 《严拿串客》《重惩串客》《严惩串客》
为 题 ， 报 道 当 时 宁 波 官 方 查 禁 串 客 的 社 会 新
闻，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晚清宁波官方对串客的查禁相当频繁。学
者张天星仅据 《申报》 的新闻统计，从 1878 年
到 1904 年的 26 年里，宁波官员颁布的查禁串客
谕令达 40 则。晚清三位知府宗源瀚、胡元洁、
钱 溯 时 主 政 宁 波 的 17 年 间 （1878 年 至 1895
年），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清政府严禁地方戏的
管 理 政 策 ， 而 且 执 行 力 超 强 ， 绝 不 停 留 于 口
头。宗源瀚还颁布悬赏告示，声称无论何人能
捆获串客，“连同戏具获送至府县衙门者，每获
一名赏给一千文，能获十名赏十千文，以次递
加”。当时官方采取明察暗访和悬赏捕拿双管齐
下的招数，威慑、抓捕串客艺人，必欲赶尽杀绝
而后快。

官方抓获串客后，不仅给予笞责、枷示，而
且惩罚力度大大超过律法规定，几近残暴。笞责
即笞刑，是使用板片击打罪犯腿臀部的一种刑
罚。笞刑分为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等 5
个等级，这意味着笞刑最多不过五十板，但晚清
宁波官方对违禁串客艺人处以笞刑的次数皆超规
定，最高达一千板。1881 年 3 月 14 日 《申报：
重惩串客》 报道官方在宁波南乡抓获虞雷云等四
名 艺 人 ， 各 打 六 百 板 ； 1888 年 4 月 20 日 《申
报：四明琐记》 说官府在南门外周港岸拿获串客
周阿生，重责一千板；1908 年 2 月 27 日 《中外
日报：严惩扮演串客》 称鄞县县衙在傅家塔当场
拘获串客三名，各责一千板。如此数量的击打，
艺人轻则瘸，重则死。

枷示即用木架套住犯人颈部，写明罪状，在
衙署或演出地点示众。清中后期法律规定，用于
枷示的木枷重不超过 35 斤，但被捕串客艺人枷
示时所用都是“重枷”，示众长达数月，有的还
要押游六门示众。周阿生就是荷头号巨枷示众，
虞雷云等人枷示三个月。

官方处罚串客，不仅有肉体的伤害，还有精
神的折磨，给予羞辱性的惩处。有时串客艺人示
众时被令身穿戏服、面涂脂粉，其目的是从根本
上掐灭受惩串客重操旧业之心。

正因宁波官府前赴后继地查禁，令串客在宁
波城区几乎无法立足。1881 年 1 月 4 日的 《申
报：淫戏被驱》 一文报道串客艺人在宁波城“不
敢登场扮演”；1888 年 12 月 22 日 《申报：明州
问 俗》 称 串 客 艺 人 在 宁 波 城 仍 “ 不 敢 登 台 演
唱”；1891 年 2 月 22 日 《申报：串客宜禁》 一文
声称宁波串客“郡治早经禁绝”。

串客在宁波演戏是高危行为，但聪明的串客
绝不会坐以待毙，因此不难理解宁波串客调整生
存策略——“潜行来沪”的必要性、正确性。

相比宁波，上海尽管也对串客 （当时上海人
又称其为滩簧或花鼓） 进行查禁，但处罚力度显
然较轻。上海对串客艺人的处罚，最重笞责一百
板，更无戴枷示众之举，甚至如果认错态度较
好，可以免于处罚。1878 年 11 月 6 日 《申报：
痛打花鼓》 报道，潘新宝等五人在法界北新楼演
唱花鼓被拘，因潘新宝系第二次被抓，所以本次
从重打六十板，其余人各五十板；1893 年 12 月 1
日 《申报：英界公堂琐案》 报道，宁波人浦阿四
因唱花鼓被拘，第一次判处递解回籍，本次是被
判打一百板；1899 年 7 月 3 日 《申报：南市捕房
纪事》 载，宁波人包云才在新马路旁唱花鼓被
拘，认错后，“从宽开释”。

为了生存，宁波的串客艺人或躲到僻远乡村
偷偷演出，或背井离乡避走上海寻求生存空间，
从而促使甬剧在上海发展成熟。

串客，曾被官府往死里整 上海人对串客戏的喜爱是吸引宁波串客班纷纷闯荡上海滩的另一动因，相关
的社会新闻时有所见。1876年1月15日的《申报》一则社会新闻《棍捉僧奸》叙
说：丹桂茶园邀请串客演戏，“不论士商均愿拭目往观”。某寺一年轻和尚获悉
后，“衣裳楚楚”前往观看，演出可能很精彩，导致他忘记返寺时间。他在寻找旅
馆时误入妓院，被“拆白党”（上海俚语，流氓） 发现，先是一番羞辱，又将其皮
衣衫裤剥下押洋十元搜刮走。此新闻因主人公的特殊身份，与观看串客演戏之间
的行为反差，一时成为沪人茶余饭后之八卦话题。此报道也说明，最晚1876年，
串客已经在上海地区演出，比目前公认的串客首闯上海滩时间1880年，即奉化串
客艺人邬拾来等人应邀赴上海演出，早了4年。

晚清民国时期是上海茶馆文化发展的高峰。茶馆不仅是人们娱乐休闲的场
所，也是工作洽谈、获取信息所在，人们在那里闲聊、谈生意、传播小道消
息、解决各种纠纷等。茶馆有以卖茶为主的清茶馆，也有与说书唱戏结合、与
餐饮棋牌结合的茶馆，其中把说书、演唱等艺术引入茶馆，是清末民国时期茶
馆吸引茶客的通用法宝。“宁波串客班”演的主要是对子戏，即一丑一旦，或
一生一旦，演出规模较小，初闯上海滩的串客班主要以茶馆为舞台。下面的辟
谣声明和数则查禁报道皆是佐证。

因清政府严禁女性演戏，所以旦角也由男性扮演，如若男女合演，便要面
临处罚。1877 年 12 月 14 日，上海荥乐园茶馆连续在 《申报》 刊登“声明”，
称其从小东门迁址到新街后，生意清淡，邀请宁波串客演戏后，生意稍有起
色。可能是同行嫉妒，有人造谣串客班有男女合演，于是就在报上辟谣，否认
有女艺人参演。此则“声明”也说明，晚清上海茶馆林立，竞争激烈，聘请串
客驻演是茶馆经营的竞争利器。

1878 年 10 月 9 日 《新报：违禁争演淫词》 一文说，上海英租界致远街黄
采记茶馆“于晚间特雇宁波串客班坐唱”；1878 年 11 月 6 日 《申报：痛打花
鼓》 一文称，法租界北新楼茶馆雇“宁波五六人夜演”；1880 年 11 月 3 日 《新
报：违禁当惩》报道，英租界乐云楼茶馆“特请四明小妹先生弹唱滩簧”。

这些查禁报道，从侧面说明，串客深受上海茶客欢迎，尽管聘请串客艺人有查
禁风险，但在利益面前，茶馆老板还是愿意铤而走险，甚至为了争抢演唱水平较高
的串客艺人而对簿公堂。1907 年 1 月 10 日《申报：禁唱花鼓淫戏》一文讲述了这样
一起案件：1907年 1月，法租界某茶馆主汪阿三来宁波雇周阿昭到上海演唱花鼓，

“被同业江阿金用重贿挖去，以致互相争论扭殴”，由捕快解至公堂。
尽管从上述新闻报道的标题来看，串客在上海的演出还时常受到打压，但

因其表演内容和形式的不断丰富，受到了民众欢迎。有越来越多的宁波串客班
到上海寻找生机，一度超过 20 班。

上海茶馆里的宁波串客很火

清朝前中期厉禁女伶，早期甬剧——宁波滩簧时期的旦角由男性扮演。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宁波滩簧的顶流明星是一位木匠出身的男小旦，因扮相优
美，唱做兼长，被誉为“宁波梅兰芳”。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还曾为他灌制过唱
片。

那么，“宁波梅兰芳”究竟是谁？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有关甬剧史的文
章或著作中，归纳出四种说法：大部分著作认为是筱阿友；宁波市甬剧团作曲
李微在 《宁波甬剧及其音乐的演变》 一书中认为是小阿友；《中国戏曲志·上
海卷》 认为是筱阿发；《华东戏曲剧种介绍》 认为是应云发。

其中，后两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中国戏曲志·上海卷》 中，称筱阿发师
从黄阿元，演花旦，百代公司为其灌制过唱片，这些信息与 《甬剧发展史述》
介绍筱阿友一致，所以很可能是排校错误。《华东戏曲剧种介绍》 称，“一九一
五年前后，拾来又把宁波滩簧的班子从宁波带到了上海⋯⋯这一时期主要演员
有⋯⋯唱‘清客’的应云发、沈春林⋯⋯唱旦的小阿友和小文斌。其中应云发
有‘宁波梅兰芳’之称，小阿友有‘十三省戏客’之称”。应云发是唱“清
客”——小生的，梅兰芳是唱旦的，所以，可以断定 《华东戏曲剧种介绍》 有
张冠李戴之误。

至于前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更准确？我们查阅了晚清民国的报刊，“瀚
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查不到“筱阿友”，但可以查到“小阿友”演出广告或相
关的报道，总共 615 次，时间跨度从 1915 年到 1926 年。而且，1924 年 8 月 9 日

《申报》 的 《四明文戏谈》（LH 生撰写） 一文明确说：大世界誉小阿友是“宁
波梅兰芳”。

虽然小阿友并没有影像留存于世，但综合当时有关文章的生动描写，当年
顶流形象已跃然纸上。

据 1942 年 《上海宁波公报》 四周年纪念特刊中 《四明文戏之沿革史》 介
绍：小阿友原姓杨，梅墟人，京班旦角，后因喜演淫词，改演滩簧。

1918 年，作者署名为小珠的 《申报：宁波滩簧之调查》 透露，小阿友也
曾因演唱风格不容于当时的政府规定而遭查处：小阿友在法租界因“演唱过
于淫荡”，先后与小木匠二人被拘罚两次，第一次罚洋一百元，第二次罚洋
三百元。

《宁波滩簧之调查》 曾记录作者的观感：传说早期的小阿友“富有雌
性，待人接物均极冶媚”，是某宁波滩簧班的台柱。但到了 1918 年，扮相已
不复丰姿绝伦，作者眼中的小阿友“竟是腰大十围、膀阔三停之巨无霸”，
绝无鼎盛期玲珑绰约的风韵。传说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令作者倍感失望，读者
则喷饭。

另一作者 LH 生也有类似的说法。1924 年 8 月 9 日，LH 生在 《申报》 撰文
称，他曾两次近距离看到小阿友的真容。第一次“见其演 《梅龙镇》 于春晖草
堂，表情细腻姿态婀娜，歌声呖呖如出谷黄鹂”。六七年后虽“做工最为老练
纯熟，然化装纵极华丽”，因已过妙龄，扮演苗条女郎，体肥而声涩。他评论

“表情做工殊有进步，而姿容歌喉则不复如当年矣”。因时间流逝，小阿友的体
形变成壮硕，作者嗤笑“宁波梅兰芳”名不副实，是“令人齿冷”的说法。

“美人”迟暮，自然法则啊！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随着青春靓丽的女小旦崛起，男小旦的表演相

形见绌。小阿友也难逃时代的浪潮，最终被淘汰出局。

早期甬剧“顶流”被称作“宁波梅兰芳”

甬剧在正式定名前，历经宁波串客、宁波滩簧、四明文戏、改良甬剧、新
甬剧等诸多阶段。但其实出现在晚清民国上海报刊里的名称更多，仅以宁波滩
簧时期为例，与宁波滩簧名称并存的有浙宁滩簧、甬江新戏、宁波戏、宁波文
戏、甬调文戏、文明时曲等。不仅名称多，而且同一演出场所、不同的时间，
名称也不同。其中的文明时曲如果不列出小阿友等宁波滩簧的名角，仅从字面
看不出与宁波滩簧有任何关系。

尽管从 1920 年起，上海的主要游乐场在宣传或广告时将“宁波滩簧”相
继改称为“四明文戏”，但部分演出场所还同时使用其他名称，使用的时间有
长有短。以“宁波文戏”为例，据“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搜索显示：这一名
称最早出现于 1918 年，一直沿用到 1934 年。

同一个戏曲剧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叫法？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无可奈
何？

从当时的报刊信息可以发现，上海官方对宁波滩簧等地方戏的态度虽然相
对友好，但还是有查禁、处罚，再加上宁波旅沪上层人士三番五次地提议禁止
宁波滩簧，艺人们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仅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甬剧异名特
别多的时段为例：1918 年，宁波同乡会倡议永远禁止宁波滩簧；1919 年，江
苏省长令上海知县严厉禁唱宁波滩簧；1922 年 5 月 22 日，《民国日报》 刊文

《甬人提议禁四明文戏》：旅沪甬人致函宁波同乡会提议禁四明文戏等。面对官
方的不断查禁、上流社会的舆论压力，演艺界和场所经营者为了生存，不得不
通过改名来逃避审查，以获得继续演出的机会，这体现了他们的生存智慧。

这一做法也取得了实际成效。据 《宁波滩簧之盛行》 描述：因官方禁唱，
演艺界和场所经营者将宁波滩簧改名“文明时曲”后，演唱内容仍是“淫词鄙
语”，却可以“大张旗鼓”地在华园等茶馆正常演出。

当时官方出于整顿需要，也加入了改名的队伍。1936 年 8 月 22 日，上海
市教育局因四明文戏“各场演员不肯切实改良；剧本过分淫秽、有伤善良风
纪”，召集四明文戏的相关从业者开会，禁止再使用“四明文戏”，一律改名为

“改良甬剧”。
正因为改名之法 （类似现在网络流行的“换马甲”） 简便易行，无论是管

理方还是被管理方，都乐此不疲，从而导致了多种名称同时并存的现象。

不断改名，是无可奈何“换马甲”

此广告中两次出现了小阿友。
资料来源：《申报》1920年2月24日第16884号，第5版。

《申报》“四明文戏”改名为“改良甬剧”的报道。
资料来源：《申报》1936年8月23日第22742号，第14版。

此广告直观地反映了名称并用的现象。右边是新世界游乐场广
告，左边是福安游艺场广告，“改良甬剧”和“甬剧”两个名称在
同一天、同一版面的相邻位置出现。

这证明了“甬剧”或“改良甬剧”一词最早出现时间是 1936
年，从而修正了“1938 年，宁波滩簧演出时装文明大戏时，始改
称甬剧”的说法。

资料来源：《申报》1936年10月8日第22788号，第18版。

上海四明文戏班“吕家班”班主之一吕月红玉照。
原载1936年《社会画报》第106期1页。

1947年 2月 25日起上海举办第四届戏剧节，
包括甬剧在内的20个剧（曲）种观摩公演。

图片原载1947年《艺文画报》第1卷第 9
期23页。康正平摄。

晚清民国时期晚清民国时期，，
沪上报刊里的甬剧沪上报刊里的甬剧““镜像镜像””

竺蓉 吴双赋


